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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六十年代初以来，中苏分歧在社会主义阵营内扩大，而蒙古党选择坚决站在苏共一

方，反对中共。中国为了分化蒙苏关系和争取蒙古的支持，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对蒙古施加了强
大的压力。但这些措施却促使蒙古进一步向苏东阵营靠拢。尽管双方都曾想在意识形态争论的
同时维持国家关系领域的合作，但由于彼此之间信任的消逝和矛盾的增加而没有成功。蒙古外
交政策在中苏分裂背景下具有一定的主动性，而并非一味受苏联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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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初期以来，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所有国家都需要应对国际共运中愈演

愈烈的中苏分裂。而与同处亚洲的北越和朝鲜不同，蒙古人民革命党几乎从一开始
就选择站在苏联阵营一方反对中共。1967 年苏军正式进驻蒙古，蒙古成为 “苏联
在亚洲最好的朋友”，而与中国则成为了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关系上全面对抗的敌人。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前苏东阵营国家档案材料的陆续解密开放，国际冷战史学

界已经出现了一些利用这些国家的档案材料进行研究的优秀著作。但这些著作主要
是从蒙古或苏联的角度出发进行论述，对中方的政策并未做过多描述①。而 2004
年中国外交部档案开放之后，中国学者利用这些材料，从中方的立场研究了中国建

国后至 “文革”前的中蒙关系，从蒙古主动、中国只是被动应对的分析结构来解
释中蒙关系在六十年代的恶化过程，并认为泽登巴尔等蒙古党政高层完全受制于苏

联，是苏联的傀儡②。这样的分析结构和结论毫无疑问存在巨大的逻辑问题。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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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中国学者开始考察中蒙关系中的援蒙工人和边界问题，但仍缺乏结合意识形态争

论和中苏分裂对中蒙关系影响的考察①。
本文主要利用笔者收集的中国外交部档案、民主德国外交部档案②和国内外组

织翻译的苏蒙档案等一手材料，同时借助已出版的相关当事人回忆录、年谱和国内
外已有的研究著作，以更具国际史的多边视角，来考察六十年代中前期中苏分裂背

景下中蒙关系的发展。

一

1950 年代是冷战期间中蒙关系的黄金年代，双方不仅作为同属于苏联为首的
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建立了彼此之间的外交关系，还签订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
化交流的协定。而随着 1960 年以来中苏意识形态争论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公开
扩大，中国和蒙古的关系也日益恶化。
为了在这场斗争中获得其他兄弟党的支持，中苏竞相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

经济援助。而在东亚地区，蒙古和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一起成为了双方争夺
的重点。尽管国内发生了大饥荒，但中共仍然给蒙古提供了巨额援助。1960 年 5
月底周恩来访蒙时，同蒙方签署了经援协定。其中包括两亿卢布的低息贷款以及
1960 至 1965 年间在蒙古援建 10 项工程等。而为了争取蒙古，苏联也加大了对蒙
古的援助。同年 7 月 28 日，在苏联访问的蒙古党第一书记泽登巴尔与刚当选苏联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勃列日涅夫进行了会谈。9 月 9 日，苏蒙在莫斯科签署协
定，苏联给予蒙古 6. 15 亿卢布的贷款，帮助蒙古搞 15 个工业项目。而从 1961 到
1965 年，苏联将继续供给蒙古农业机械、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以进一步增强
蒙古畜牧业和农业的生产发展。此外苏联还同意蒙古延期偿付在 1961 至 1965 年应
该偿还的 2. 45 亿卢布的贷款③。
尽管提供了巨额援助，但相对于苏联更为强大的援助，此时中国国内的大饥荒

让蒙古对中国发展模式的信心大减。在大饥荒期间，蒙古甚至还向中国援助了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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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民主德国外交部档案对本文的写作具有重要作用。六十年代以来，蒙古将与民主德国的关系视

作仅次于苏联的关系，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而中国一直将民主德国视作
其区别对待政策的主要对象，与民主德国在意识形态争论的同时，在国家关系的一些领域上继续着合作。中
国把民主德国视作东欧国家里与中国关系“仅次于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国家 ( 而毫无疑问，这两国都是
长期游离于苏东阵营之外的国家) ”。所以，民主德国往往可以从中蒙双方那里获得其他东欧国家难以获得的
消息。民主德国与中蒙官员的谈话以及其驻中蒙越使馆的分析报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六十年代中蒙关
系的独特视角。

《四十年来苏联给予蒙古的援助》，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 106 － 00263 － 01 ( 1 ) ，转引自石绍湘
《中蒙关系分析 1949 － 1965》，外交学院 2010 年硕士论文，第 40 页。



众多的动物肉类。同时，也有包括汉族和蒙古族在内的大量中国公民逃到与蒙古毗
邻的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地区避难。1959 至 1960 年，由于大量受灾民众流入定居，
阿拉善左旗人口猛增，1960 年人口总数达 62，927 人，比 1958 年增长 78. 0%。其
中蒙古族 13，491 人，汉族 45，064 人①。内蒙古难民中的一些人还逃到外蒙古，表
示愿意加入蒙古国籍，并给蒙古政府提供了第一手有关中国饥荒的情报②。1961 年
民主德国驻蒙使馆进行的调查发现，当时中国援蒙工人在蒙古的生活条件要比在中

国高很多。有中国工人表示， “中国国内的工人日均只有不到 500 克的食物供应。
在蒙古工作不会挨饿，而且还有机会可以买到一些工业产品”③。
在这样的背景下，蒙古开始在其国内消除中国建设模式，同时也更加注重对苏

联经验的学习。1961 年 9 月底，中蒙友好节开幕，但蒙古的报道却对中国的 “三
面红旗”避而不谈，在报道中将 “大跃进”改成 “大发展”， “人民公社”改成
“农业合作组织”或 “人民合作社”，“总路线”改成 “路线”。中国发往蒙古的书
籍也需要通过审查。与此相比，蒙方却同意苏联驻蒙使馆增发蒙文版苏联画报，扩
大苏联电影宣传，还将苏联制作的蒙语宣传片送到乡下放映④。
在国际共运内部的争论中，与苏联阵营内的民主德国⑤、波兰等国共产党出于

自身利益而不打算彻底同中共闹僵、因而在中苏分歧中留有余地不同，蒙古党和政
府在国际共运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全方位地反对中共的相关政策，并将中共刻画成

一个反对和解和谈判，到处制造分歧和冲突的党，是国际社会主义阵营混乱的根

源。1961 年 11 月 22 日，蒙古外交部长沙格达苏仁对民主德国官员指出，“阿尔巴
尼亚对我们来说一点也不危险，中共对其的全面支持才是最值得担忧的”。他还认
为，在德国问题上，“中共希望欧洲最好通过爆发一场公开的武装冲突来解决这个
问题”，而蒙古的态度则一如既往，希望德国问题和平解决⑥。此外，与北越和朝
鲜等东亚社会主义国家不同，蒙古也并未转载中共有关纪念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成立

20 周年的文章⑦。
蒙古党早在苏共对来自中方的指责举棋未定之时，就建议苏共强力回击中共。

1963 年 9 月 17 日，即中共发表九评中的前两评之后，蒙古驻华大使告诉苏联官
员，要求其 “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该忽视把中共领导人当作敌人的重要性，中共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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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掩盖其想同莫斯科斗争的意图”，“即使赫鲁晓夫倒台，中共也不会停止同苏
共的斗争，而会改变斗争的方式和策略”，“无论如何，中国想成为唯一的中心”，
所以，“现在就需要对中共展开大规模的意识形态回击”①。

二

蒙古党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上，事实上面临着一种矛盾。一方面，蒙古作为地
广人稀、生产力水平发展不足的国家，需要借助中国提供的经济、物资援助，尤其
是劳动力援助来发展蒙古，实现蒙古党把蒙古建设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的宏伟蓝

图。而另一方面，蒙古与中国在历史和传统上存在着巨大分歧，蒙古民众中存在着
反华民族主义思潮，中蒙边界也并未划定。在双方关系友好的五十年代，这样一对
矛盾还可以或多或少地被掩盖。但到 1960 年后，如何处理这样一对矛盾成了双方
共同面对的问题。当时蒙古当局对于处理同中国的国家关系，还是相当谨慎的。对
于已经发生的中国援蒙工人和两国边境的问题，都未向蒙古公众告知②。
援蒙工人问题是中蒙之间的一个重要问题。根据中蒙两国分别在 1955 年和

1960 年签订的两个有关派遣工人参加蒙古生产建设的协定，到 1964 年为止，中国
共派出 1. 8 万多名各个工种的员工到蒙古帮助当地人从事生产建设，平均每年保持
在 7000 人左右，最多的年份曾达 1. 2 万人。这些人分散在蒙古的建筑、公交、农
牧业等 20 多个部门，200 多个企业，足迹遍及蒙古全部 18 个省和首都乌兰巴托
市③。中国工人为蒙古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而按照五十年代双方达成的相关协议，中国工人除了要遵守蒙古的法律和蒙古

族的风俗习惯外，在援蒙期间每月只能汇不超过基本工资的 30%的款项回家④。毛
泽东和周恩来都曾对蒙古党高层指出，违反蒙古法律的中国员工都应该按蒙古法律

法办，“替中方教育人民中方没有意见”; 蒙方认为不适宜留下工作的人员，中方
则随时准备将其调动回国⑤。
由于有了这些表态，蒙古政府对待中国援蒙工人与蒙古工人的争端时，往往不

公平地对待中国工人。例如，1964 年 3 月，乌兰巴托的一个建筑工地上，有 70 名
中国工人和 40 名蒙古工人打群架，蒙古警察到场后将其中的 2 名中国工人关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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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房，却没有处理蒙古工人①。这直接导致了中国工人的罢工。1961 年 9 月下旬，
在乌兰巴托的一个工厂里，蒙古民兵出手攻击了一个中国工人，由此在这个工厂里

导致了一场中国和蒙古工人之间的大斗殴，大约有 60 至 80 名工人参加。蒙古方面
出动了警察才平息了争端。然而事情并未终结，随后工厂里所有中国工人进行了连
续几天的罢工，并波及到了蒙古全境的中国工人。事件发生后，中国工人在工作中
都显得心不在焉、半心半意②。
在实际工作中，中国工人承建的工程项目质量上也出现了大量问题。这除了和

中蒙出现矛盾的情况下很多工人无心工作有关外，也和工人自身的素质有关。很多
工程要么没有完工，要么因中方施工问题导致在建成后不能正常工作。在五十年代
两国两党关系良好的情况下，这些质量上的问题往往为顾全大局被忽视了。但当双
方在意识形态上闹僵和党际国家关系出现矛盾的时候，这些问题迅速被放大，成为

了用来指责对方的材料。蒙古人认为，“中国人承建的很多工程都质量低下”。例
如，乌兰巴托的玻璃厂缺乏一些重要的自动设备。苏赫巴托尔省的发电厂和家具厂
由于设备问题不能正常运转。而中方在援建乌兰巴托的纺织厂时，用的是从英国进
口的设备，这就导致本来就缺乏外汇的蒙古必须从英国购买设备所需的零备件③。
中国工人自身的素质和违法行为也在蒙古产生了消极影响。有的中国工人利用

休假机会，从事走私和投机倒把的买卖。例如，有个中国工人在休假期间通过蒙古
边防站时，被查获身上携带了 25 块手表、18 枚金戒指和 30 颗珍珠。中国工人还
大量走私羊毛制品和机械制品。1961 年蒙古全国一共进口了 12，000 辆自行车，而
中国工人就购买了其中的 11，000 辆，并将其卖回到中国④。
尽管中蒙双方存在意识形态上的争论，但双方都不愿放弃在国家关系上的合

作。对蒙古来说，这主要是为了避免使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停滞。1961 年底，一
名捷克斯洛伐克驻蒙大使馆的蒙古籍汽车司机与一个中国籍汽车司机由于对一些事

情的看法不同，从而发生了激烈的言语争执。这之后，蒙古政府迅速将其调离。蒙
古外交部副部长索苏尔巴纳姆对捷大使表示，希望捷方能够理解蒙古在当前蒙中关

系困难形势下的决定。苏联驻蒙大使甚至认为，这是中共对蒙古内政干涉的表现，
而 “蒙古同志在压力面前屈服了”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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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 Jarck am 25. 9. 1964 in der Zeit von 15. 00 － 16. 30 Uhr，Hanoi，PAAA，MfAA，A7568.
Aktenvermerk über eine Besprechung mit dem 2. Sekretr der Mongolischen Botschaft，Gen. Naidanjav，und

Gen. Jarck am 25. 9. 1964 in der Zeit von 15. 00 － 16. 30 Uhr，Hanoi，PAAA，MfAA，A7568.
捷大使对蒙古方面的决定很不满，认为这名司机有很好的工作纪律和专业能力，甚至向捷克国内提

出建议，要求动用高层的党际关系来解决这个问题。参见 Brief vom Botchafter Speiser an Gen. Winzer，Ulan Ba-
tor 30. 11. 1961，PAAA，MfAA，C257 /78.



中苏分歧公开后，蒙古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站在苏共一方，中国开始大规模向蒙

古抱怨蒙古公民、干部、军警、企业及机关等侮辱、殴打和非法逮捕中国员工的问
题，以此向蒙古施压。中方认为，援蒙中国工人这些年在蒙古受到了巨大的不公
平，乃至非人道的对待①。1962 年 5 月 8 日，周恩来驳回了蒙古驻华大使沙拉布对
中国援蒙工人罢工问题的观点，还指出， “如果你们不需要，可以把他们送回来，
但不要侮辱殴打他们”②。而蒙古则指责中方在援蒙工人问题上政策的变化是，“利
用这些细小的摩擦来制造所谓蒙古对中国不友好的证据，以证明蒙古对中方不友

好”③。
1963 年 4 月至 12 月，中蒙两国就中国派遣劳工援蒙问题进行了 47 次会谈，

但会谈都无果而终。在中国劳工问题上，蒙古曾提出在 1964 年 5 月援蒙劳工和约
期满之后，延长至当年年底的建议。对此，中方提出了与既定的工人援助协定不同
的三个条件。第一，援蒙的中国劳工需要将更多的收入寄回中国。第二，蒙古政府
需要保证每个中国劳工的安全。第三，如果有中国劳工在援蒙期间死亡，蒙古方面
应该承担将其尸体运回中国的费用。蒙古政府则认为，这三个条件中的最后一个条
件让蒙古人回忆起了当初蒙古受中国管辖之时，中方所提过的类似要求，“今天的
蒙古不能再接受这样的要求”④。
久久未定的援蒙中国工人问题实际上对蒙古的经济建设非常不利。民主德国驻

蒙使馆发现，当时蒙古经济的主要问题是劳动力问题，“第 3 个五年计划所定下的
兴建工业设施的目标只能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的劳动力和专家的援助才能实

现。但由于蒙古在意识形态问题斗争中的立场，中共在经济上对其施加了压力，例
如减少了在蒙援建工人的数量。中共不会增加在蒙古援建的工人数量，但也不可能
彻底撤回所有的工人，以保持其在蒙古的影响”。德方的评估认为，“在蒙古经济
恶化的情况下，蒙古国内民众的意见和观点可能受到亲中国势力的操纵”⑤。
从 1964 年 4 月份开始，蒙古将工作期限到期后仍在蒙古工作的 6470 名中国工

人，连同其家属一起派专车送回中国⑥。而双方在为何遣送这批中国工人回国的问
题上也发生了争论。双方在宣传上都不承认本方在这个问题上理亏。中方认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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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me in der Zusammenarbeit zwischen der DDＲ und der MVＲ，Ulan － Bator 13. 5. 1963，PAAA，MfAA，G － A 327.

《中蒙双方关于运送中国工人回国问题的会谈记录》，1964 年 4 月 12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
106 － 01136 － 07。



些工人回国并非由于其在蒙劳动合同期满，而是由于蒙古政府的主动要求。蒙古不
要中国的劳工，是因为想接收苏联的劳工。而蒙方则认为，之所以将这批人送回国
是因为他们在蒙古的期限到当年 5 月份就到期了。蒙古向苏联求援，是因为中方先
撤回了援蒙劳工①。
对本来就严重缺乏工业劳动力的蒙古来说，撤离这些中国工人意味着蒙古工业

发展计划会受到很大影响。按照蒙古人民革命党原定的第 4 个五年计划，蒙古将在
这个五年计划的末期打下成为工农业国家的基础，并在未来的 15 至 20 年里成为一
个现代化的工农业国家，赶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和生活水平。工农业产值在
国民生产中的比重将在 48 比 52 左右。同时，由于自然原因，1964 年蒙古的畜牧
业受到重创。仅在戈壁阿尔泰省，全年就有 45 万头牲畜 ( 该省共有 145 万头牲
畜) 因为严冬而死亡。而全蒙古有 160 万头牲畜死亡。因此，蒙古大幅减少了向
外供应肉类、羊毛和动物毛发的数量②。1964 年蒙古还出现了大规模的肉类、面
包、面粉和工业产品的供应困难问题。为此，苏联和民主德国向蒙古提供了大量消
费品。求购帽子、衣料、鞋油的人们排成长队，以致必须要警察出面才能稳定秩
序。民主德国驻蒙大使馆认为，蒙古的肉类供应现在相对较好，而 “那也许是因
为我们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 从双边贸易订单中) 没有拿得走的肉类现在被用来

供应蒙古市场了”③。中国工人撤离后，蒙古建筑业和交通运输领域出现了巨大困
难，对蒙古政府来说，在这些领域要完成原先的计划成为了 “难以想象的事情”④。
例如，乌兰巴托肉加工厂是蒙古近年来最大的经济建设项目，对其有重大意义。然
而，由于蒙古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工厂不能按时完工⑤。

三

边境问题是六十年代初中蒙另一个争议较大的领域。中蒙共同边界长达 4000
多公里，由于五十年代初双方是同志加兄弟的社会主义友好关系，尽管双方对边界

有着各自的表述，双方并未对边境划界一事予以太多的关注⑥。直到 1960 年代中
苏分歧明显化，蒙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跟随苏共批判中共，中蒙党际和国家关系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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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后，双方边境争端开始不断爆发。边境划界成为了中蒙两国急需解决的问题。
争端首先表现在双方都开始指责对方是边境问题的元凶，是对方 “非法”越

过了边界导致局势紧张。蒙古外交部长沙格达苏仁 1961 年 11 月指出，过去几个月
来，“中国同志在边境上制造了巨大的问题”。过去在科布多 ( 蒙古西部，毗邻中
国新疆青河) 附近的边境上很少有人员和牧群的来往。而过去几个月却出现了大
量的中国猎人肆意穿越边境，肆无忌惮地射杀珍稀的野生动物 ( 如野驴、野马和
骆驼等) 。同时，中国的牧群也跨越边境，被赶到蒙古境内的草原上放牧。当蒙古
政府对此进行干预，收缴中国猎人的武器，并驱赶其回国时，中国政府却将这些行

为视作蒙古对华 “不友好态度”的体现。他认为，“所有这些，都是中国想制造一
种紧张的气氛，并将全部责任都推到蒙古身上”①。蒙古政府还告知东欧国家使馆
官员，1961 年全年，中国军队在中蒙边境上进行了 89 次侵犯，“目前甚至有一个
村庄被中国军队占领”②。
中国政府的表态则与蒙方争锋相对，认为责任完全在蒙古一方，而中方在边境

问题上做到了极大的克制。1962 年 3、4 月间，中蒙两国在中国新疆青河地区 ( 毗
邻蒙古科布多) 的边境上发生纠纷。中方认为，这是 “蒙古不顾中方屡次交涉，
连续在中国青河地区大规模驱赶、殴打中方干部、牧民，强占中国耕地，甚至打伤
17 名边民。这些严重事件引起了中国的强烈抗议并加强了边防警戒”③。由此，中
方在 4 月 14 日提出了解决边境问题的三条原则意见: 1、保持边境现状，维持各自
传统管辖的放牧和生产活动的地区。2、严格遵守 1953 年有关一切边境的问题通过
两国边防机关协商解决的协议。3、教育地方干部、边防人员和边境居民，本着无
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友好相处④。
蒙古政府认为，中方其实在中蒙边境上无利可图，而是另有目的。1962 年 8

月 1 日，蒙古外交部副部长索苏尔巴拉姆利用一份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的地图对民主
德国大使描述了当时中蒙边境的情况。地图用记号标出了中蒙领土争议的地区。其
中，中方对 16，700 平方公里面积的领土提出了要求。中国所要求的领土中，除了
个别区域，大都是没有经济和战略价值的沙漠地区。索苏尔巴拉姆认为，中国同蒙
古的边境谈判是为中国同印度的边境谈判提供范例，有着非常大的政治宣传意图，

是为了向印度展示 “社会主义国家间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可以在中印之间适用”⑤。
实际上，除了对印宣传外，中国还有着通过达成边界协定以在中苏分歧下争取

蒙古的目的。因此，中蒙双方很快就在划界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从 1962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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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2 日开始谈判，11 月 13 日就争议的土地划属问题达成了协议，17 日签订了会
谈纪要。蒙古政府认为，这些地区尽管都是没有战略价值和经济意义的地区，但却
对蒙古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 “这是外蒙古 1911 年独立以来，中国政府第一次承
认了蒙古的边界、独立和国家主权，并以官方条约的形式确定了下来。”①

12 月 25 日，蒙古首脑泽登巴尔亲自来华签署两国边界条约。他此次访华受到
了中方的高规格接待。周恩来不但亲赴机场迎接，两次与其在钓鱼台宾馆进行闭门
会谈，专门为其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还陪伴泽登巴尔出席了由文化部和中蒙友

协举行的音乐舞蹈杂技晚会以及首都各界为欢迎泽登巴尔、庆祝中蒙边界条约签订
举行的万人大会②。中国之所以如此高规格接待泽登巴尔，并且很快签署两国边界
条约，目的首先是为了在中苏分歧中争取蒙古。其次是以此为榜样，在中印边界冲
突面前向全世界表明中国是热爱和平的国家，正如 12 月 27 日，周恩来在出席欢迎
泽登巴尔访华的晚宴时所指出的，“两国顺利解决边界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处
理相互关系的良好范例。中国政府始终不渝地主张通过友好谈判，解决同邻国的边
界问题，不仅对兄弟国家是这样，对其他国家也是这样。对于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
题，中国政府一直抱着同样的信念，并且采取了一切可以设想的步骤”③。
在边界条约签署后的第二天，即 12 月 27 日的双方谈话中，内容和气氛都显得

比较紧张。周恩来直接对泽登巴尔指出，“中国人民不喜欢蒙古媒体只刊登苏联对
中国的指责而忽视中方的言论。如果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蒙古就可能失去中国对
蒙经济援助，包括撤回在蒙古各地援建的中国工人。由于我们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
的不一致，我们的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都会受到影响”。而泽登巴尔则不为所动，
表示 “我们党将继续同分裂国际共运的人做坚决斗争”，“不会因为 8000 名中国援
蒙工人就在意识形态问题上退却和改变我们党的正确路线”。周恩来随即谴责泽登
巴尔在 “盲目地跟随苏共”④。
尽管蒙古党态度如此坚决地拒绝在中苏意识形态分歧中站在中国一方，但还是

带着签署中蒙边界条约的成果顺利回国。中蒙双方甚至曾经一度由于边界条约的签
署而出现了短暂的和解气氛，双方也都曾试图利用这样的机会继续发展双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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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政府还曾高规格地接待前来换约的中国代表团①。1963 年底，中国国家歌舞团
来蒙古进行演出，蒙古 《真理报》发表文章称赞了歌舞团的表演，并将其视作两
国加强文化交流的机会。蒙古部长会议副主席和几名部长都前往出席了演出开幕
式，文化部长也对歌舞团进行了亲自接待。外交部副部长索苏尔巴纳姆私下表示，
这么做是因为蒙古希望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国家间关系②。
但好景不长，随着边界的划定以及与蒙古总体关系的不断恶化，中国在 1963

年 6 月前在中蒙边境新疆段增加了 16 个边境站和 3 个总站 ( 增加了 342 人) ; 在中
蒙边境内蒙段增加了 3 个边境总站，9 个边境站和 11 个工作组 ( 增加了 1234 人) ;
中蒙边境甘肃段也增加了 1 个总站，2—3 个边境站 ( 增加了 120 人) ③。而蒙古此
时一方面在国内进行局部动员，建立了专门的岗哨用以监视中国人在边界的活

动④。另一方面也借助苏联增强了边境防御。1963 年 7 月，尽管蒙古政府提出的加
入华约组织的申请被拒绝，但却成功地成为了华约的观察员国家。同时，苏联同蒙
古签订了 《有关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此后，苏军派出许多勘
探小分队，到蒙古铁路两侧及其以东的边境省份活动，他们都配备有野外通信电台

车，成员均着便衣，对外声称是给草原找水，实际上是为苏军进驻勘察阵地⑤。这
些行动直接威胁到了中国的安全。

四

在经济领域，1961 年之后中蒙双边贸易也大幅下降。中国对中蒙过境进行了
限制，双方人员的过境数量只有 1960 年的 25% ⑥。1964 年初开始，中方不再准许
蒙古通过中国的港口从日本、南斯拉夫等国进口商品和货物，并以防疫等理由不再
允许蒙古向朝鲜和北越出口的产品过境⑦。援蒙贷款和援建工人的缩减也直接影响
到了蒙古第 3 个五年计划 ( 1961 － 1965 ) 的开展。按照原先的协议，在蒙古的三
五计划中，中国将总共援建 33 个工业项目。而到 1963 年底，只有 3 到 4 个项目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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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 118 － 01061 －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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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schtzung zur Haltung der MVＲ zu den Meinungsverschiedenheiten und deren Auswirkungen auf die Bezie-

hungen zwischen der MVＲ und VＲ China，Berlin 13. 9. 1963，PAAA，MfAA，C257 /78.
Aktenvermerk über eine Besprechung mit dem 2. Sekretr der Mongolischen Botschaft，Gen. Naidanjav，und

Gen. Jarck am 25. 9. 1964 in der Zeit von 15. 00 － 16. 30 Uhr，Hanoi，PAAA，MfAA，A7568.



到了援助①。
由于中蒙经济合作的停滞，蒙古加大了向苏联和经互会求援的力度。经过长期

对蒙古在中苏分歧中的态度和中蒙关系的观察，苏联和民主德国等苏东阵营国家认

为 “蒙古是亚洲独一无二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与中国有着漫长的边境，从一开始
在这个问题上就从未有过动摇和半点妥协，并坚定地同苏共和其他共产党站在一

起”; “尽管我们党和国家越来越认识到这一点，但我们认为，我们对蒙古的重视
还没有达到其应有的程度”②。蒙古政府在派人与中方探讨内蒙牧民援蒙的同时，
还和苏联达成了六百万卢布的补充援助协定 ( 以消费品的方式) 。同时，本身拥有
丰富矿藏的蒙古还以自身的煤矿尚未投产为由，成功迫使苏联答应向蒙古出口煤

炭③。而作为对中国工人的替代，蒙古政府也频繁要求苏联派遣苏联工人前来工
作④。
蒙古在 1962 年 6 月加入经互会，之后很快就提出了许多发展蒙古经济的建议。

包括降低在蒙古工作专家的待遇，在外贸领域成立一个援助基金会。而如果这些不
能实现，那就该提高蒙古出口产品的价格，或者改变货物运输及装配的一些规则。
同社会主义国家就这些问题的协商会在 1963 年 5 月中下旬在东欧不同国家的首都
进行⑤。
在 1963 年 9 月的经互会国家协商会议上，蒙古代表表达了蒙古领导人对经互

会扩大对蒙援助的 “强烈愿望”，希望加强国民经济的协调与经济领域的合作⑥。
1964 年 9 月 12 日，泽登巴尔同新任民主德国驻蒙大使维勒丁进行了谈话。泽登巴
尔表示，蒙古党政治局已经做出决定，在民主德国建国 15 周年之际由他自己率团
前往民主德国祝贺，之后他还将率团访问匈牙利和波兰。在民主德国，他期望同德
方探讨蒙古正在准备的第 4 个五年计划 ( 1966 － 1970 ) 的问题。在同民主德国的
经济合作上，泽登巴尔准备向德方领导同志提出贷款援建肉加工厂的问题，因为当

前蒙古的经济和外贸形势不可能使得该工程有所进展⑦。
在蒙古政治经济全方位向苏东阵营靠拢后，中蒙双方的互不信任进一步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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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看似不起眼，并且实际上没有恶意或目的的行动和表态都被对方视作是挑衅，

从而引起了争执。例如 1964 年 7 月 10 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社会党代表时指出，
“我们曾经提出过把外蒙古归还中国是不是可以。他们说不可以。就是同赫鲁晓
夫、布尔加宁提的。在 1954 年他们访问中国的时候”①。实际上，此时中方既然已
和蒙古签署了边境条约，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想表示真正威胁蒙古独立的是

苏联，而并不想对蒙古重提领土要求。10 月，陈毅就曾对访华的蒙古部长会议第
一副主席鲁布桑表示， “中蒙两国是独立的国家，并且还签署了边境协定，所以
( 中蒙) 边境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②。
但此番讲话却被蒙古利用来指责中方。在日本媒体披露该讲话后，蒙古驻华使

馆随即在 7 月 24 日要求中方作出澄清和解释。蒙古外交部长认为，中方在和日本
做交易，旨在日苏领土争端中支持日本，并换取日方在中国对蒙古和苏联的领土要

求上的支持③。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更批判中方的政策是 “以前统治中
国政权的反动政策的继续”。他向民主德国外交官员指出，蒙古也长期存在过要求
把内蒙古并入的声音，但 “我们曾经认为，那里也在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那才
是最重要的”，而 “今天我认为 ( 把内蒙古并入的) 提法更加合理了”④。1965 年
9 月，蒙古在纪念战胜日本 20 周年出版物中，还出现了将内蒙和中国并列的情
况⑤。

1964 年 6 月，两名正在蒙古劳改营服刑的中国人之间发生矛盾，其中一名中
国人拿起石头砸死了另一名。但这样的事情却震动了中国驻蒙使馆的神经，要求蒙
古外交部和当地政府对此作出解释。最终蒙古政府答应了中方验尸的要求，但没有
让中国使馆人员参观劳改营。对此事件，蒙古外交部副部长索苏尔巴纳姆认为，
“尽管事实确凿，但中国人现在到处制造声势，企图把所有责任嫁祸到蒙古政府身
上”⑥。
蒙古国内的民族主义此时也再度高涨。尤其是在知识分子群体内，出现了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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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烈的民族主义思潮。这些人提倡成吉思汗式的泛蒙古主义，并利用蒙古在物资供
应上出现的困难局面，在蒙古社会和党政机关内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在和泛蒙
古主义分子谈话时，蒙古党政机关常常用中国威胁和中国在内蒙古对蒙古人的强迫

同化行为做主题，从而取得这些人对蒙古党对华政策的认同 ( 这些知识分子往往

会坚决反对中国在内蒙的做法) ，同时也借此说明泽登巴尔政策的正确性，衬托蒙

古所取得的成就大都是在苏联的帮助和支持下获得的①。
1966 年 1 月，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访问蒙古。在这次访问中，泽登巴尔成

功说服勃列日涅夫对蒙古进行军事援助。随后，苏蒙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
《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条约承诺，“将动用武力在内的一切手段，捍卫两国的安全
和独立”。《条约》标志着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新领导层正式放弃了寻求与中国
的和解，转而遏制中国②。由此也将对中国进行武力威胁的前哨推进到了距中国首
都北京仅几百公里的地方，直接构成了对中国的军事威胁③。

五

1960 年中苏分歧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公开扩大后，蒙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甚至
在苏共和东欧共产党之前对中共进行了攻击，但为了借助中国的援助将蒙古建设成

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蒙古在国家关系领域并不想中断与中国的合作。我们从档案
中可以看到，六十年代蒙古政府在依靠和利用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潮反对中国时，又

时刻不忘遏制这种民族主义思潮的过度膨胀，以免有损于蒙古党的中国政策、苏蒙
关系以及作为 “国际主义”宣扬者的蒙古党对蒙古的统治。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出
蒙古外交政策在中苏分裂背景下具有一定的主动性。
在双方陷入意识形态争论的情况下，中国为了分化蒙苏关系，争取蒙古的支

持，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对蒙施加了压力。然而这些措施并未见效，还促使蒙古
主动寻求苏联和苏东阵营国家的援助，与中国渐行渐远。在这个过程中，蒙古先后
成为经互会成员国、华约组织观察员国，同苏联和苏东阵营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
联系越发紧密，到最后签署 《友好合作互助条约》邀请苏联驻军蒙古，成为了中
国北部边境最大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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